
习仲勋是陕甘边苏区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，他和刘

志丹、谢子长等人一起，呕心沥血、殚精竭虑，创建了陕甘边
根据地，即陕西北部、甘肃东部交界的区域，包括今甘肃的
华池、合水、庆阳、正宁、宁县与陕西的旬邑、彬县、淳化、耀
县、三原、铜川、宜君、黄陵、富县、甘泉、志丹、安塞、定边等
18县(全部或部分)在内的地域[1](P1)。陕甘边根据地从 1932
年寺村原根据地算起，至 1935年与陕北根据地统一成西北
根据地，前后坚持四年之久，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“硕果仅
存”的根据地，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、八
路军抗日的出发点。本文仅就习仲勋陕甘边工作的几个侧
面，追记习仲勋在陕甘边的光荣岁月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

革命家的丰功伟绩。
一、陈家坡会议挽危局
1933年初夏，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由三原移防到耀

县。经陕西省委批准，王泰吉于 7月 21日率骑兵团 1000多
人，在耀县宣布起义，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。王泰吉起
义时，习仲勋的伤还没好，得知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后，立

即带领特务队和耀西、淳化、旬邑三支游击队迎接。王泰吉
起义后，张邦英、陈学鼎、陈国栋、张仲良、封正宝等组织的
耀县游击队，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等几支革命

武装，相继来到习仲勋任副主席的照金苏区。照金根据地的
游击队也发展为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、十一等几个支队，还有淳
化、旬邑等 12支游击队。扩展根据地的游击活动在耀县、淳
化、旬邑都开展了起来[1](P31)。照金根据地立刻成为敌军围剿
的区域主要目标，它的安危，直接关系到陕甘边党和红军的

生存。陈家坡会议就是在照金根据地存在严重危机的险恶
形势下召开的。

1933年 8月 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
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。出席会议的有：秦午山、习

仲勋、高岗、张秀山、李妙斋、王泰吉、杨森、黄子祥、张邦英、
陈学鼎、陈国栋、王伯栋等[2](P266)。由于红二团南下失败后，刘
志丹尚未归来，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习仲勋

抱病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。
在会议执行主席习仲勋的组织领导下，陈家坡会议重

点讨论了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，要不要恢复红十六军

的问题。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。当时左倾思想有所抬头，
有人主张分散活动，不打红旗，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。会议
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，统一了认识和行动，与会同志决心继

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，把红四团、抗日义勇军、耀县游
击队、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，一致
行动。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，王泰吉任
总指挥，高岗任政委，刘志丹任参谋长。会议仍以创建和扩
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，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，积小胜

为大胜，集中主力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，深入开展群众工作

的战略方针。
陈家坡会议之后，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，新

组建的陕甘边红军部队迅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，先后消

灭驻让牛村的雷天一民团和驻庙湾的夏玉山民团，以及柳

林民团；1933年 9月 25日又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消灭国民
党地方民团一部，迫使照金根据地周围的反动民团后撤。这
些战斗胜利，震慑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在短时间内显现了陕

甘边特委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具有的重要政治领导作用，鼓

舞了陕甘边革命队伍的信心，屡经挫折的陕甘边革命形势

很快出现了新的转机。
实践证明，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它对加强党对

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，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

重要的意义。陈家坡会议，是以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党
和红军在失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刘志丹尚未脱险回归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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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根据地的情况下，坚持中共陕甘边特委坚强的核心领导

作用，自觉运用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并结合陕甘边

的实际，把土地革命、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所取
得的成果，这对及时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，制定正确

的战略方针,对军事上重建红二十六军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使
陷入低潮的陕甘边革命形势获得转机的重要会议[2](P270)。所
以，在创建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过程中，陈

家坡会议具有关键性的重要历史作用。
二、主政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
1933年 11月 3日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

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。会议根据刘志丹、习仲勋等提
出的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，决定以南梁为中心，

广泛开展游击战争。1934年春，恢复成立了陕甘边区特委
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，特委书记张秀山，习仲勋为革委会

主席，白天章为副主席。1934年 11月，在荔园堡召开了陕
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，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

府。因为习仲勋在照金根据地时期担任政府副主席，因此被
选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。当时，习仲勋只有 21岁，所以被称
为“娃娃主席”[3]。
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以后，习仲勋等制定了土地、

财经、军事、统战、社会工作等“十大政策”，广泛开展移风易
俗运动，稳定和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，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边

根据地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：

第一，廉政建设。廉政建设是政权建设中的重要问题，
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对此高度重视，把廉政当做头等大事，建

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。习仲勋回忆：“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
的不廉洁，无官不贪。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，穷要有骨气，要
讲贞操，贪污 10块大洋就要枪毙”[4]。有了这条法令，干部中
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。由于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
工作人员犯法不但严厉惩处，而且从重治罪，党政工作人员

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。边区干部做到了廉洁奉公，维护
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
第二，土改工作。陕甘边根据地的土改工作是习仲勋等
坚持群众路线的典型诠释。与南方苏区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
模式不同，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，体现了明显的地域特

色。鉴于“群众对于分土地并没有多大兴趣，而对于打土豪，
分粮食、牛羊和衣物，不交粮、款和租子，则很感兴趣。农民
关心废弃债务，甚于关心分配土地”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习仲勋
代表边区领导做出了“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，分川地不
分山地，田、苗一齐分，红军家属分好地，废除一切债务和高
利贷，组织互助合作社”[2](P270)等合乎边区农村特点、顺应边
区农民要求的具体规定，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第三，经济建设。革命的目的，是要让广大群众过上幸

福生活。南梁陕甘边区政府成立后，通过了财政、粮食等问
题决议案，颁布了商业、会融、贸易等法令政策，刺激了边区
经济的发展。为了搞活农村经济，边区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
集市，每月初一、十一、二十一日为集日，为当地农民提供了
互通有无、调剂余缺的市场，改善了人民生活。红白区间的
经济交流也日渐活跃，红军用上了洋瓷碗，干部用上了手电

筒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边区政府还建立起自己的金融体

系：在南梁设立了政府银行，在白马庙川设立了造币厂，用

手工印制成了苏币，群众称之为“苏票”。“苏票”在市场上站
稳了脚跟，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，为边区经济发

展做出了贡献。
第四，文化建设。发展文化教育事业，是陕甘边根据地
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。为提高党员、干部的文化水平，早在
1932年，红 26军就在香山寺游击区成立了随营学校，传授
文化知识。1934年 10月，刘志丹任校长、习仲勋任政委的
军政干部学校开学，学员主要是红军、游击队的中、下级干
部，教学内容有政治、军事、文化和政权建设，为陕甘边根据
地培养了一批军政人才。边区政府成立后，又在荔园堡、太
白等乡村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，开展成人文化教育[5](P934- 935)。
第五，移风易俗。边区政府还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，
建立了禁烟、禁赌、放足委员会，发布了相应[6]的法规，制定

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、反对封建迷信的条例，努力用新思
想、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，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
放出来。
陕甘边根据地不断开展的各项建设，扩大了党和苏维

埃政府的影响，改善了人民生活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

悟和认识水平，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
至此，陕甘边苏区已扩大到东到临镇，西界定边，南接耀县，

北靠高桥川、宁条梁一带，建立了庆北、淳耀、富西、富甘、定
边、西靖边、合水等七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安、安塞、华池等县
苏维埃政府。在“娃娃主席”习仲勋的领导下，陕甘边根据地
进入鼎盛时期。
三、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
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法宝。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在陕甘
边的代表杜衡，却否定统一战线，污蔑做统战工作的刘志丹

等人是“投降主义”；主张打倒一切，对白军、民团、土匪不加
区别，一律反对，还曾火烧香山寺，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，导

致寺村塬、照金苏区的丧失。习仲勋等对此做了坚决的斗
争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。
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统战工作，习仲勋有过客观评价：

“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，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同盟
者，分化和孤立敌人，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。当时，我们曾经
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、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，有往
来。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、帮会势力，做
争取工作，使他们保持中立。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。”[7](P165)

习仲勋多年在陕甘边根据地从事兵运工作，与杨虎城

部建立了密切联系。据习仲勋回忆：“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
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。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，同我联
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，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

支、经费和人员。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
要早。”[4]中共中央进驻陕甘以后，继续加强对西北军、东北
军的统战工作，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、
东北军、第 17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。1936年 9月，中国共
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《抗日救国协定》，红军和张学良
的东北军、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“民族统一战线”的
“铁三角”。“西安事变”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，最终结束了十
年内战，实现了国内和平，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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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统一战线的建立，习仲勋等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功

不可没。
习仲勋等灵活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，是陕甘边根

据地的一个伟大的创举。将视角转到其他根据地，就会发现
因受到“左”倾思想的干扰，当时许多根据地都视统一战线
为禁区。张国焘在川陕边根据地时采取“要兵不要官，放兵
不放官”的俘虏政策，杀掉不少俘虏的营以上敌军官，刺激
了敌军的对抗、报复心理，给革命带来损失。真理常常是在
比较中被认识和把握的，把习仲勋在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

战线实践与张国焘的做法做一横向比较，让人们能够更清

楚地认识到习仲勋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大胆创新。
四、在实践中探索适合陕甘边实际的根据地创建模式
习仲勋领导陕甘边根据地武装斗争时期，坚持“灵活机

动不硬打、能消灭敌人就打、打不过就不打”的战略战术，提
出了“狡兔三窟”的根据地建设新模式，挽救了陕甘边根据地
的党和红军，也为后来党中央将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准备了

根据地这个最基本的条件[8](P26)。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使
刘志丹、习仲勋等共产党人认识到，“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
不开，要经常调个窝，调换着住，这样才能够存在”[9](P60)。南
梁中心区域的开辟，必须在更广大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

下才能成功。据此，刘志丹、习仲勋等集思广益，逐步形成了
一套根据地建设的陕甘模式。习仲勋说：“我们吸取了过去
的教训，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：第一路陕北，以安定为中

心；第二路陇东，以南梁为中心；第三路关中，以照金为中

心。”[7](P287)事实证明，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构想意义重大，影响
深远。陕北、关中、陇东三个游击区互相配合，红 26军居中
策应，倏忽不定，似狡兔三窟，造成了“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
了南方有北方”的有利态势。各区地方游击队发展迅猛，源
源不断地补充到红 26军[6]，这样既可保证南梁地区革命根

据地的开辟和巩固，也使陕北、关中、陇东游击区的斗争得
以开展，达到扩大根据地，壮大主力红军的战略目的。

刘志丹、习仲勋、张秀山等创立根据地的陕甘模式，是
对毛泽东“工农武装割据”思想的重大发展。毛泽东赞扬说，
“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，一时在此一时在彼，是非
常有用的，很高明。”抗战时期，毛泽东又将这种以一个根据
地为主，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陕甘边根据地建设模式推广

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，并将这种模式

用围棋术语“做眼”称之，形象地说明了多个根据地的相互
依托、相互配合，敌我相互包围和反包围的态势。[10](P472)

陕甘边根据地是习仲勋早期革命生涯的主战场，在这

片黄土地上，习仲勋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理想信念，坚持一

切从实际出发，一切依靠群众，一切为了群众，不唯书、不唯
上，自觉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陕甘边的实际相结合，

创造性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，探索根据地创建的新模

式，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，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

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落脚点，同时发展成八路军奔赴抗日前

线的出发点，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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